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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时期，国家带动全民信仰佛教，其间虽然发生了太武帝拓拔焘灭佛事件，但对佛教的发展影响并不大。北魏孝昌元年（525），宗室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四年后晋封为东阳王。元荣统治敦煌地区20余年，团结敦煌豪右，使境内获安。其间大兴佛事，在莫高窟掀起了造窟高潮，特别有名的是美轮美奂的285窟，它是北魏石窟的代表性作品。他还出资抄经两百多部，这件《维摩诘经疏》就是其中之一。它的题记非常重要：“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廿五日己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使东阳王元荣，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军（君）臣失利，于兹多载，天子中兴，是得遣息叔和诣阙修更。弟子年老疹患，冀望叔和早得回还，敬造《维摩疏》百部供养。”这个写经题记透露了一些信息，因为战乱，敦煌与中原的联系时断时续，现在战乱平息，元荣派自己的儿子到京师联系，自己年老多病，希望儿子平安返回。
　　这件遗书的书法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知道敦煌历史上曾经存在几个写经机构，每个写经机构拥有一批书手，每个书手的字体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因为他们师从同一位老师，使用的纸和笔也是相同的，因此同一个写经机构的经书就呈现出独特的外部特征，从而能比较容易地与其他写经机构的作品区别开来。而不同的写经机构的书体，尽管时代有时只相差几年或十几年，但却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附录】《北魏东阳王元荣造经与敦煌的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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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史无专传。《魏书》卷十《敬宗孝皇帝纪》与《周书》卷三二《申徽传》卷三六《令狐整传》中偶有涉及，所言不详。所幸的是，敦煌遗书中仍有十数件东阳王元荣发愿所造经卷与写经题记。随着各地藏家所藏经卷的公开，敦煌写经情况日益明朗。前贤专家对东阳王元荣与佛教之关系、造经之背景、世系、东阳王与建平公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弥补了史书阙载的遗憾。在写经这一行为上，也有学者有过初步探讨。②那么，在东阳王发愿造经的活动中，直接参与抄经者的身份如何?他们有什么样的组织?书法有什么样的特点,元荣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牵扯到佛教的传播，亦能反映敦煌地区的书法水平，所以值得在此作一番探讨。
　　一 元荣的造经活动与敦煌的抄经组织 
　　东阳王元荣是北魏明元帝第三子乐安王范的曾孙。据元荣妹金城郡君（王夫人华光）墓志推知，元荣任瓜州刺史当在孝昌元年（五二五）九月十六日之前。直至文帝大统八年（五四二）元荣死，其婿邓彦杀其子康而取其位，共约十七年之久。其间他哀叹于“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臣失礼，于此多载”，希望佛教能使“四方附化，恶贼退散，国丰民安”，便发愿造经,另外，元荣离乡已久，年老之时又有疾患，希望能通过造经遂其还阙之愿。 
　　敦煌遗书中现存最早的元荣所造之经是北京存服四十六《任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写于魏孝庄帝永安三年（五三O），经末题曰： 
　　永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佛弟子元口，集为梵释天王（缺）若经一部，合三百部，并前立须乞延年(缺) 
　　姜亮夫先生认为，依造经三百部之数量，非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不能为此，此诚不误，而从此我们亦可看出，在元荣的发愿造经活动中，必有一批人在为元荣的抄经而忙碌。 
　　两年之后，元荣又造佛经。日本中村不折藏《律藏初分第十四卷经》尾题云：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二十五日乙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敬造无量寿经一百……造摩珂衍一部百卷……内律五十五卷……造贤愚一部……睹佛三昧一部……大云一部…… 
　　同年同月同日，元荣又两度造经，一是《维摩疏》百部，此卷藏上海博物馆，编号为八九二六，其尾题云：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于三月乙丑朔，廿五日乙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敬造维摩疏百部供养。 
　　此日所造另一部经是大智度经。伯二一四三号大智度经卷二六品释论题记曰：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廿五日乙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敬造无量经一百部……内律一部……贤愚一部……观佛三昧一部……大云一部…… 
　　一日之内造经数百部，可知写经者绝非某一人所能独任。从这些写经书法中可以看出，写经者有着十分娴熟的笔墨功夫，运笔快捷，捺笔很重，体现出当时流行写经的书法风格；同时，我们亦可以看到，同一部经卷中，抄经笔迹亦有所不同，非出自一人之手。由此可以断定，负责为东阳王元荣抄经的是一个专门以写经为职业的组织，并有组织与领导者，只有 写经者的协调与配合，才能在有限时间里抄完佛经。 我们不妨从敦煌遗书的有关写经，来研究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组织。按时间线索，我们发现有这样几条写经题记： 
　　（一）魏宣武帝永平四年（五五一）成实论卷第十四章（斯一四二七）卷末题记云： 经生曹法寿所写，用纸廿五张。永平四年岁次辛卯七月二十五日，敦煌镇官经生曹法寿所写论成讫。典经帅令狐崇哲，校经道人惠显。 
　　（二）宣武帝元昌元年（五一二）成实论经卷十四（芒斯一五四七）尾题云： 
　　用纸廿八张，延昌元年岁次壬辰八月五日，敦煌镇官经生刘广周所写论成讫。典经帅令狐崇哲，校经道人洪俊。 
　　（三）宣武帝元昌二年（五一三）摩珂衍经（日本中村不折藏）尾题云： 
　　用纸廿五，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六年廿日，敦煌镇经生马天安所写经成讫。校经道人，典经帅令狐崇哲。 
　　（四）同年大楼炭经残卷第七（斯三四一）题尾曰： 
　　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六月口口日，敦煌镇经生张显昌所写经成讫。用纸廿（张），典经帅令狐崇哲，校经道人。 
　　（五）同年华严经卷第四十七（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末题： 
　　延昌二年，岁次癸巳七月十八日，敦煌镇经生张显昌所写经成讫，竞，典经帅令狐崇哲，校经道人。 
　　（六）同年华严经卷第十六（斯二O六七）尾题云： 
　　延昌二年岁次癸巳七月十九日，敦煌镇经生令狐礼大写此经讫，用纸廿四张，校经道人典经帅令狐崇哲。 
　　（七）同年大智度论（见橘瑞超藏经目）末题： 
　　延昌二年，岁次癸巳，七月二十八日，敦煌镇官经生张乾护所写讫竟。用纸十九张，典经帅令狐崇枢，校经道人。 
　　（八）宣武帝延昌三年（五一四）大方等陀罗尼经（斯六七二七）末题曰： 
　　延昌三年，岁次甲午四月十二日，敦煌镇经生张阿胜所写，成竞，用纸廿一张，校经道人，典经帅令狐崇哲。 
　　（九）同年成实论卷第八（伯二一七九）末题云： 
　　延昌三年，岁次甲午六月十四日，敦煌镇经生帅令狐崇哲于法海寺写此论成讫竞。用纸廿六张，校经道人（下钤墨印，不可识读）。 
　　（十）同年大品般若经卷第八末题曰： 延昌三年，岁次甲午七月廿二日敦煌镇经生曹法寿所写成讫。用纸廿六张，校道人典经帅令狐崇哲。 
　　
　　从敦煌文书中检出这些题记，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些推断。 
　　其一，最迟在五一一----五一四年之间，在敦煌镇（北魏太武帝时在敦煌设镇，孝明帝时废镇设瓜州）有一个写经组织，这个组织起码有七名写经生，即曹法寿、刘广周、马天安、张显昌、令狐礼太、张乾护、张阿胜和一名典经帅令狐崇哲组成。此组织是官方的，故经生自称官经生，因此经卷样本、纸张、薪水都应该有官方提供，这是一个职业化的写经组织。北魏佛教兴盛，开窟、造像、写经蔚然成风，出现了一些职业化的工匠。以造像为例，当时出现了许多名手专以此业为生。如龙门古阳洞太和十九年（四九五）九月十日丘穆陵亮夫人造像记云：请工镂石，造此弥勒像一躯。类似广采名匠、访采名工、访巧求能的词语在造像记中屡有出现，表明造像职业者的出现。同一性质的写经职业化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北魏时期的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魏书·释老志）。上至天家帝室，下迄臣工庶民，无不渗透呼吸于此种宗教（佛教）气氛内而引为无上至乐，洵哉宗教为慰藉人生苦恼与矛盾之惟一工具。就此而言，敦煌职业写经者必不在少数。 其二，典经帅令狐崇哲，史中无传，但令狐氏是敦煌巨族，此是毋庸置疑的。令狐氏是在归附中原之后，定居敦煌而后成为大姓豪族。⑧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留下很多大族的姓氏，其中有不少便是令狐氏，我们所说的这个官方写经组织以令狐氏作为主持人，无异是为了使其更具影响力。另外从斯二一七九诚实论卷第八这卷写经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位经生帅令狐崇哲写于法海寺的书法，确实十分老练，其篇章布局平整有序，疏朗可观，也是写经好手。 一九一O年晚清任职新疆甘肃两地官员王树楠（晋卿）曾在延昌二年（五二二）写经跋中指出：北魏延昌二年写经残卷，出敦煌千佛洞，结体取姿有一种妍逸之致。《卫桓传》所谓“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者也。此评不为过誉。 其三，校经道人是对经生写佛经中存在的讹误之处进行校正的僧人。斯二五七三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卷末所列详阅者太原寺大德神符、大德嘉尚、上座道成均是玄奘大师的弟子，他们的作用实际上也是校经，由唐代写经之体例亦可推想北魏之校经道人必是由名僧大德所充任。上列十条写经跋尾中只有两位校经人的名字，即惠显和洪俊，其它经卷中没有校经人之名，可能是因为当时抄经繁多，高僧大德无法校订。（伯二一七九末署校经道人之后，引有一方墨印，不是校经者本人私印，似是写经机构印章）即使如此，每部写经之后的题记中都注明“校经道人”字样，并为校经道人的签名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以示对校经的重视。 
　　
　　二、抄经者的身份 
　　排比敦煌写经相关的题记，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不难发现，至迟在六世纪初，在敦煌已有固定的写经组织。以令狐崇哲为首的官写经组织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职业写经机构，他们负责为当时当地的佛寺提供经卷，也为当地的官僚抄经，以满足佛教信仰者供养之需。 
　　这个官方写经组织活动的时间（据写经题记是五一一---五一四，实际上恐怕要更长一些）与东阳王元荣发愿造经（据写经题记是五二五年，也有可能早于此时）的时间相隔仅十年，元荣造经，请此组织的经生分头抄写是大有可能的，抄经与年龄关系并不密切，十余年内连续抄经是完全可能的，何况此期间佛教信徒有增无减，此官方写经组织的继续存在也有其根基，即便是这些经生不能为元荣抄经，他们的后继者也可以担当此任。 
　　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在其《敦煌写本概述》一文中认为：在东阳王的资助下，必然成立了一支新的抄写队伍，抄写人或者可能是由他从中原带来的。我认为这种观点还值得探讨。 
　　其一，东阳王元荣出资成立一支新的抄写队伍，不但于史无征，敦煌遗书中现存最早亦无一条材料能表明这种现象。 
　　其二，斯四五二八《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末署云： 
　　大代建明二年四月十五日，佛弟子元荣，既据未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是以身及妻子奴婢六畜，悉用为畀沙天王布施三宝，以银钱千文，赎钱一十文，赎身及妻子，一千文赎奴婢，一千丈赎六畜。如法之钱，即用造经，愿天王成佛，弟子家眷六畜灌益生命及至菩提，悉蒙还阙。所愿如是。 
　　元荣以银钱数千文赎身及妻子奴婢六畜，其发愿文中说得清楚，“如法之钱即用造经”，显然是雇佣写经生抄经，其费用已包括写经所需要之花费（包括纸张笔墨劳务费等等），若是他自己出资成立了一个写经队伍，重建写经班子，那何必又要重新花钱雇佣写经生为其抄经?另外，上海博物馆藏八九二四元荣供养无量寿经卷下题记云：“瓜州刺史元太荣…… ” 从口气来看，决不是受雇的写经生对主人应有的称呼。此无量寿经之写者僧保亦非元荣抄经队伍中的一员。 
　　另外，“抄写人或者可能是由他（元荣）从中原带来的”此亦是一种猜测，缺乏事实根据。汉魏以及南北朝的敦煌，是中国文化的宝地，更是书法艺术的重地，书法家崔 、张奂、张芝和索靖不仅名扬敦煌，在全国亦是一流书家。敦煌遗书伯二七四八敦煌廿咏中的墨池咏云“昔人精篆隶，尽妙许张芝。草圣雄千古，芳名冠一时。”而伯二七二三杂抄，是讲历史文化代表人物的著作，其中论及书法时说：“何人善作书，崔 ”。晋时索靖书法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张怀瓘《书断》引晋王隐语云，靖草绝世，学者如云。《魏书·崔元伯传》曰：“元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又据张怀瓘《书断》记载，敦煌还有一些全国知名的书法家，如：赵袭字无嗣，京兆长安人，为敦煌太守，与罗晖并以能草而见重关西，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与张芝素相亲善，灵帝时卒。敦煌有张越，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书。索氏、张氏是当时有名的大族，另外的望族还有曹氏、翟氏、汜氏等，他们在当时的文化上据有很高的地位，加上大族之间的相互通婚，敦煌世家大族长久地、牢固地维持着他们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这些大族的势力绵延三五百年不等。北魏时期敦煌世家大族的实力仍是十分雄厚的。无疑，以讲求师承家风为特点的敦煌文化中，书法仍是他们的优势。 
　　元嘉之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惟梁州独全。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中原的战乱将大批的中原士民赶往河西，敦煌地区的文化艺术不但得到较好的继承保留，还在吸收中原文化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如江式是陈留济阳人，其六世祖琼善虫篆训诂，永嘉之乱，琼弃官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江式也继承家学写篆体久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可见其家世业传必不间断于敦煌。 检视一下敦煌遗书，我们不难发现敦煌一带的书法水平。从上述以令狐崇哲为首的写经组织可以看出，写经者皆是敦煌镇经生，其中令狐氏、曹氏、张氏即占了七个写经生中的五个。这一则说明敦煌大族子弟仍师承家学，二则说明随着佛教之兴盛，书法之学已广泛用之于写经。敦煌是书法重镇，写经人才并不缺少，东阳王元荣何必还必须从中原带来一班抄经人马，以应他供养佛经之需? 
　　同时，我们从敦煌写经题记中发现了不少敦煌写经流入外地者，也发现了不少外地人写经流入敦煌者，这说明了两地文化之交流情况的存在。如吐鲁番出土宋元帝元嘉六年（四二九）写经残卷末题：令狐岌为贤者董毕狗写讫校定。如伯二一九六号末题云：大梁天监十八年，岁次己亥夏五月敕写，用纸廿二张，戴明桐书。此是南朝梁写经流人敦煌者。再如斯八十一号末题：天监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佛弟子谯良颐奉为亡父于荆州竹林寺敬造久大般涅般经>一部。"这是在荆州竹林寺写经后流人敦煌者。另外，我们还发现了敦煌望族在洛阳写经又复传至敦煌的例子。伯二一八九末题云：大统三年五月一日，中京（洛阳）广平王大觉寺涅般法师智睿供养东都发愿文一卷……令狐休宝书之。还有斯四八二三为索道微写，北京存位四号为翟安德写，北京存闰五十八为汜庆通写，这些写卷虽没标明抄经地点，但恐均是敦煌人所为。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发现外地人被借用到敦煌写经的例子。陈寅恪先生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一文中说：南北朝政治虽为分隔对立，而文化则互相交流影响，佛教经典之由私人往来携取由南人北者，事所常有，其例颇多。因此敦煌一地出现外地写经，是由于南北文化交流所致，并不能由此推断出像东阳王元荣须从中原带来一个抄经班子来为他抄写经卷这样的结论。 
　　为东阳王元荣抄经者除了上述分析的官方写经组织之外，还有个人进行的抄经。 上引上海博物馆藏八九二七号卷末题无量寿经卷后有题记云：瓜州刺史元太荣（即元荣）所供养，比丘僧保写。据李木斋旧藏敦煌名迹目录第二部分云本卷共三百一十三行，写此卷之规模远不如斯四四一五题记所云之规模。《涅般》《法华》《大云》《贤愚》《观佛三昧》《祖持》《金光明》《维摩》《药师》各一部，共一百卷一，因而不需写经生通力合作来抄写，即便如此，僧保写此经也花费不少时日。北京存辰四十＊＊分律删补随机羯磨末题云：午年五月八日，金光明寺僧利济初夏之内，为本寺座金耀写此羯磨一卷，莫不研精尽思，庶教流而用之也，至六月三日毕而复记焉。抄一卷之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可见此事之不易。好在僧保身为比丘，专事佛教，又有东阳王元荣的如法之钱，因而可以更加从容细致地完成积累功德之事。僧人写经是抄经队伍中的组成部分，但佛教的大肆传播，信佛者的日益增多，使僧人造经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导致职业写经者出现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身居高官要职的人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北凉承平十五年（四五七）佛说菩萨藏经残卷（鄯善土峪沟出土）卷末题曰： 
　　大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 
　　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 
　　书吏臣樊济写 
　　法师第一校 
　　凉王且渠安周的供养经有其书吏私臣樊济所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观樊济所写佛经，其书法风格、书写格式均与当时写经相吻合，说明他也是写经高手。事实上，元荣的私臣也曾为其抄经。赵万里《魏宗室东阳王荣与敦煌写经》中曾录有这样的写经题记，此经为《妙法莲花观世音经》，今转录如下： 盖至道玄凝洪修有无之境，妙理家廊，起拔群品于无艰之外，是以如来愍溺类昏迷，抗大悲于历劫，故终生无怙，惟福所恃。清信士佛弟子尹波，实由宿福不恝，粗多屯难。扈从主人东阳王殿下，后临瓜土。瞩遭离乱，灾夭横发，长蛇竞炽，万里含毒。致使信表罕隔，以迳年纪。寻幽寄矜，惟凭圣趣。辄兴微愿，写观世音经册卷，施诸寺诵读。愿使二圣慈明，永延福祚，九域早清，兵车息钾，戎马散于茂菀，干戈辍为农用。丈德盈朝，哲士谥口，铿锵，隆于上日。君道钦明，忠臣累叶，八表宇庙，终齐一轨。愿东阳王殿下，体质康休，洞略云表，年寿无穷，永齐竹柏，保境安藩，更无虞寇，皇途寻开，早还京国。敷畅神讥，位升宰辅，所愿释心，事皆如意。合家眷大小，亲表内外，参佐家客，感同斯佑。又愿一切众生，皆离苦得乐，弟子私眷，沿蒙此福，愿露从心，所求如意。大魏孝葛三年岁次丁朱四月癸巳朔八日庚于，佛弟子假冠军乐城县开国伯尹波敬写。 
　　从写经题记看，尹波显然是东阳王之私臣，题记中仅称东阳王殿下而不称其名，是“尊之至，故讳言其名”查杜佑《通典》卷三二“总论州佐条”可知“自魏晋以后，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则州与府各置僚属”自北魏孝明孝昌以后（正是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之后），四方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僚佐，颇为烦扰。北魏时僚佐有别驾、从治中、从事主薄、功曹书佐等《周书·令狐整传》中记载：（令狐整）为刺史、魏东阳王元荣辟为主薄，加荡寇将军，荣器整德望，尝谓僚属曰：“令狐延保（整字延保）西州令望，岂州郡之职所絷维，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当委以庶务书诺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掌管文书的属吏如主薄、书吏、书佐等不乏书法好手。如书吏樊济曾为大凉王且渠安周写供养经，书法劲健齐整，具有极高水平，诚是书法高手。笔者亦怀疑像令狐整这样的文职官员有参与东阳王元荣造经的可能。当然这种推测还需要相关实物与文献的发现才能证实。 
　　众所周知，抄经对于书法的要求十分严格。东阳王元荣以瓜州刺史之任，以虔诚的佛教徒的身份出资供养佛经，必请当地书法名手书写，此不足为怪。如伯二一四三大智度论第廿六品释论经文正文每行十七字，此正是当时抄经之通例，字与字之间间隔相当，清晰可读，书法隶意很重，不离当时写经书法之风范，就书法而言，确属上乘。斯四四一五大般涅般经卷三十经文部分书法亦与此无大异，属成熟的写经体。 
　　然而有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伯二一四三、斯四四一五的题记部分的书法与写经正文有明显的不同。两题记之书法远不如写经正文之书法，文字拥挤不堪，字之大小各异，许多字体因用笔随意造成严重失衡，捺笔随意延伸，一往而不收，整个字体瘦长，与写经端庄的结体、浓重的捺笔、齐整的章法截然两途，显是出自两人之手。陶秋英先生曾云，抄写佛经字数少者由一人抄毕，故字体一贯，而大多数卷子字数多在三五千以上，其中有一人抄毕者亦不少见，然而以三人乃至五六人抄一卷者居多，故一卷中便有数种字体言由不同的抄经者抄同一部经卷而导致书体不一，这是敦煌卷子中常有的事。然而以元荣之身份，以其对佛教之虔诚，必雇请善书者抄写，已如上言。那么题记部分的书法，不似写经生那样受过严格的训练，当出自何人之手？笔者在此暂作一假定：此写经题记出自元荣自己之手，其理由如下：五三二年的同一天，即元荣造经题记中所谓的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二十五日这同一日同一时刻内，元荣供奉了数部经卷。中村不折藏律藏初分第十四卷、上海博物馆藏八九二六维摩疏、北京存菜字五十摩珂衍经伯二一四三、大智度经卷二十六品释论均在题记中标明这一时刻。由此可以推知，元荣出资供养的经卷在此之前被抄好送到元荣之处，元荣可能亲自捉笔添墨，在这些题记之后写下发愿文。如果是请人代笔，书迹不会如此不工。因发愿文为同一时刻所写，故内容大体一致，书体亦出同一风格，伯二一四三题记其中内容最为完备者，此可以窥知元荣发愿文题写时的心境，其文云： 大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廿五日乙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国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荣，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臣失礼，于兹多载。天子中兴，是以遣息叔和诣阙修口，弟子年老疹患，翼望叔和早得还回，敬造久无量经v一百部…… 从此可以看出元荣此时年岁已高，且有疹患。此处提到叔和，当是元荣之子。有学者提出，冀望叔和之叔通淑，系指清湛之意，本句意为：元荣希望时局清和，使他自己早还回京城。这种理解不可取。此题记中两次出现叔和若都作此解，显然不通。所谓是以遣息叔和诣阙修口（史），此处“息”显指“子息”，指子女，而叔和定指人名。本来元荣一直写经发愿要回到洛阳，但一直没有结果，年纪已老，思念亲人，在此心境下，元荣出资广造佛经，并亲自为经卷写下题记以消解胸中苦恼，希望其还在洛阳的儿子叔和早得还回，这完全是可能的，也由此可见元荣对佛教之信仰。元荣不是书法家，书法不似职业写经生那样受过严格的训练，且书写题记之是年老有病，心情苦闷，因而出自他手的题记书法远比不上写经正文的书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为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抄经的即有其僚属佐臣，又有像僧保这样的僧人，但从元荣出资大规模抄经来看，为其抄经者，多是有组织的职业抄经者，此组织应该与敦煌令狐崇哲为首的敦煌镇经生组织有关。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北魏敦煌写经的盛况，这种有组织的职业化的写经到了唐代达到高峰。
